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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科普是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由政

府、媒体、科学共同体等科普主体面向受众

开展的有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

等方面的应急科学传播，以期发挥促进受众

了解相关预防知识、掌握相关防护方法以及

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1]。如今，社交媒体已

经成为公众获取应急科普信息的主要渠道之

一。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应急科普呈

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显著特点。科学共同体、

政府部门、媒体、公众等构成了社交媒体应

急科普的主要传播主体 [2]。社交媒体的开放

交互推动了应急科普的全员参与和全程参与，

大幅提升了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

丰富了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尽管社交媒体环境下，应急科普主体的多

元化推动了应急科普资讯的极大丰富，然而开

放的传播系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信息真假混

杂、难以辨识成为公众最大的困扰，虚假信息

的泛滥也容易激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并催生出

“信息疫情”。此时普及科学知识、及时辟谣是

引导公众科学应对应急情境、稳定社会情绪的

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具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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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作用。

此前的研究表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情境下，主流媒体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科学传

播的主体之一 [2]。作为权威媒体机构，主流媒

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应急科普，能够降低

公众获取与辨识应急科普信息的成本，有效

推动科学可靠的科普信息的传播，促进公众

对防范举措形成科学的认识。学者们对主流

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抗疫科普报道研究也

证实了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中的关键意义。

赵淑萍和李超鹏通过分析《人民日报》等

三大主流媒体在微信、微博、抖音平台发布的

短视频报道，指出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第一时间

利用权威渠道，向公众科普疫情知识，采用多

种形式传播防控信息，引导公众采用科学防控

措施，发布辟谣信息，发挥了舆论的监督者、

社会的守望者职能 [3]。主流媒体积极设置科学

报道议程，以专业权威、理性的科学报道引

导社会舆论，体现出其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中的核心作用 [4]。尚甲和郑念分析了疫情初期

《人民日报》等三大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端的疫

情科普的传播策略和特征，指出主流媒体的

应急科普表现对传播科学信息、稳定社会情

绪、肃清非智舆论具有关键意义，其通过设

置科普议题释放疫情紧急程度信号，传递可

靠的专业信息，通过采访、转载等方式为科

学共同体与公众架起沟通的桥梁，利用自身

的权威性成为科普信息专业度的鉴定者、优

质科普内容的关键扩散节点以及优秀科普创

作者的集中地，扩大了优秀科普产品的影响

力 [5]。主流媒体拥有官方背书的权威身份、优

质的专家资源、广泛的信息网络、专业化的

新闻生产机制、严格的编审流程，这些要素

使其更易赢得公众信任，成为公众在应急情

境下获得科普资讯的可靠来源。相关调查结

果显示，主流媒体是公众获取抗疫科普内容

的重要渠道，而且在各类媒体中，公众对主

流媒体的抗疫科普表现的满意度最高 [6]。

综上，近年来有关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

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以疫情

为情境，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重点分析了主

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应急科普策略，揭示

了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中的重要价值，指出

了主流媒体和其他社交媒体在应急科普中开

放合作的关系，主流媒体以其权威性弥补了

其他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而社交

媒体平台则辅助官方信息在民间的扩散 [7]。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个案进行分析

以及对过往经验的总结，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且效果研究明显不足，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

台的应急科普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公众参与尚

不明确。与此同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考察的

是疫情初期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策略。然而，

从 2020 年 1 月 30 日到 2023 年 5 月 5 日，这

3 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始终将新冠肺炎疫情列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考虑到

应急科普针对的就是突发事件，总体而言，本

文所研究的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段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都应属

于应急科普范畴。应急科普既包含了突发情况

下的应急科普，也包含了日常针对易发、常发

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常规性预防科普教育 [8]。主

流媒体在常态情境下如何开展疫情科普，以及

在“新二十条”①颁布后，面对防控政策与疫

情态势的骤然变化又该如何调整应急科普策

略，目前的研究并未有系统、深入的分析。

《人民日报》微博是《人民日报》全媒体

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2 年底，《人民

日报》微博粉丝数已突破 1.5 亿，是首个粉丝

2024，19（1）：77-86，102

① 2022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
作的通知》，公布进一步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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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过亿的媒体微博账号，连续 7 年保持中国媒

体微博影响力第一 [9]。根据已有的研究，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 《人民日报》在新媒体平台

积极进行应急科普，是主流媒体参与疫情科

普的代表 [3，5]。聚焦《人民日报》微博，对其

疫情科普报道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从历

时性角度探索其应急科普策略及效果，有助

于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并为社交媒体环境下

主流媒体的应急科普实践路径带来启示。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样本抽取

本研究运用 Python 抓取了《人民日报》

微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内容，之后剔

除与应急科普无关的信息，如仅将疫情作为

新闻背景出现的报道（如北京冬奥会、东京

奥运会等）、志愿者事迹的报道（如志愿者夫

妻隔空见面、方舱志愿者领舞等）等，最后

保留与科普相关的内容，如新冠病毒的界定、

传播渠道、潜伏期和感染后的症状、防治方

法以及疫苗研发的相关科学知识等。

在抽样的时间区间上，考虑到疫情发展

周期的完整性，本研究参考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中对抗疫阶段起始日期的划分 [10]，抽

取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全部新冠肺炎疫情科

普信息，并将其归入 5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的 突

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第二阶段为从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常态化防控

探索阶段；第三阶段为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的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

清零”阶段；第四阶段为从 2022 年 4 月 29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的全方位综合防控“科

学精准、动态清零”阶段；第五阶段为“新

二十条”颁布后的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由于疫情防控持续时间较长，

且不同阶段持续时间存在差异，为更好地体

现信息发布频率的变化，本文对信息发布频

率的研究将按月进行划分，其中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并入 2020 年 1 月。

按照如上规则抽取筛选之后，最终采集

到的有效样本数为 1 292 条。

1.2 类目建构

1.2.1 科普内容类别

结 合 已 有 的 研 究 以 及《 人 民 日 报 》 微

博所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应急科普内

容，本研究将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内容划

分为新冠肺炎定义与症状、感染途径与感染

人群、个人日常预防建议（如戴口罩、勤洗

手、消毒、居家隔离等）、个人感染或疑似感

染后可采取的举措（如自我健康管理、就医

等）、诊断与治疗、疫苗研发与接种以及辟谣

与疑问回应等 7 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科普中，往往还涉及不确定性沟通，参考

托马斯·霍夫（Thomas Hove）等人以及俞南

（Nan Yu）等人的研究 [11-12]，将不确定性的呈

现方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数字呈现（有

明确的数字表达，如 50%、三成等）；第二，

非数字呈现（通过“可能”“大概率”“几乎”

等词语描述风险的不确定性）；第三，比较呈

现（与其他疾病的风险进行比较）。

1.2.2 信息来源

根据此前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样本信

源的初步分析，信源包括以下 7 类：第一，政

府（如政府单位、官员、新闻发言人等）；第

二，医学相关领域专家（如传染病领域、呼

吸系统疾病领域、生物安全领域等的专家）；

第三，非相关领域专家（如心理学领域、经

济学领域等的专家）；第四，医学相关领域机

构（如医院、WHO、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第五，媒体（如媒体自采、媒体首发、转载

自其他媒体等）；第六，公众个人（如新冠患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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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患者家属、其他个人经历讲述者等）；第

七，其他信源。

1.2.3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人工编码与机器编码相结合

的方式对样本进行分析。通过人工阅读样本

材料，对每一个类目的对应关键词进行归纳

总结，以方便进行大数据自动编码。DivoMiner

平台编码了所有微博博文（N=1 292），人工

编码员编码将近 8% 的样本（N=100），使用

Scotts Pi 系数对大数据机器编码与人工编码之

间进行信度检测，复合信度为 0.92，各类目信

度均大于 0.75，符合要求，因此编码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

2《人民日报》微博的应急科普实证分析
2.1 以情境为导向动态调整科普策略，精准满足

公众需求

情 境 化 的 科 学 传 播 模 型 认 为， 任 何 科

学传播实践都面临独特的社会需求与技术背

景，各种科学传播实践是为了应对具体环境

下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科学传播

中，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教育”“对话”“参

与”必须在具体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定义 [13]。

詹 姆 斯· 格 鲁 尼 格（James E. Grunig） 提 出

的关于科学传播的情境理论也认为，精确性、

简单性、论题、风险信息、受众的知识等会

相互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主动

寻求信息时的感兴趣程度 [14]。具体到新冠肺

炎疫情，因其持续时间长，且疫情发展态势、

防控举措、科学研究进展、公众的认知程度

与关切焦点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交

织，构成了具有综合性的复杂情境，要求应

急科普策略必须以情境为导向进行动态调整，

才能有效满足公众需求。如后文中的图 1 和表

1 所 示，2019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微博在疫情各阶段的科普

内容的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其以

情境为导向的应急科普策略。

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此

时疫情突然暴发，公众对疾病的传染性、严重

性以及预防举措知之甚少，处于高度不确定情

境中的公众主动寻求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对

相关科普信息的需求量激增，《人民日报》微

博在该阶段发布大量疫情科普信息，对于满

足公众的疫情科普需求、缓解公众忧虑情绪、

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此时

疫情突发性减弱，从内防扩散转变为内防反

弹，疫情防控由前期的探索治疗方案转变为

事先预防，疫苗接种成为防范感染的重要举

措。此阶段随着疫情减弱，公众对疫情的关

注也相对减弱，《人民日报》微博的相关信息

发布量显著下降，在内容结构上，疫苗研发

接种议题的占比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

2020 年 6 月和 2021 年 1 月的相关信息量明显

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该月北京疫情暴发，

新发地市场疫情造成大面积疫情扩散；后者

主要受河北省石家庄市小果庄村疫情暴发的

影响。这表明，当情境变得紧急和重要，公

众关注度与信息需求度重新上升时，《人民日

报》微博会相应加大应急科普力度。   

第三阶段进入了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

态清零”阶段。该阶段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

制，在疫情防控上强调快速和精准，主要是

针对新变异株采取相应措施。该阶段《人民

日报》微博应急科普信息数量趋于平稳，与

新变异株的定义和症状有关的信息发布比例

明 显 提 高。2021 年 8 月 和 2022 年 3 月 相 关

信息量明显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7 月底德尔塔（Delta）变异株引发了南京疫

情， 后 者 主 要 原 因 2022 年 是 3 月 奥 密 克 戎

（Omicron）变异株引发了吉林省疫情以及上

海疫情。

第四阶段是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

2024，19（1）：77-8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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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阶段。该阶段我国疫情基本稳定，

综合性防控措施的有效组合和叠加在一定程度

上阻止了疫情的社会面传播，使国内疫情情况

趋于稳定，因此此时间段信息发布数量最低。

第五阶段以“新二十条”颁布为标志。

“新二十条”颁布之后，疫情防控政策发生明

显变化，疫情形势也随之改变，公众对于疫

情防控政策和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

升，《人民日报》微博对“混阳”“阳了怎么

办”“试剂检测”“阳康”等相关问题的回应

也随之大幅增加，有效缓解了公众感染新冠

后的焦虑或恐慌情绪，为公众提供了有针对

性、可参考的指导意见。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微博随着情境的

变化灵活调整应急科普策略，使得信息发布

更加符合公众的实际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

科普信息的发布量出现的两次峰值，分别发生

在疫情暴发初期以及 2022 年 11 月疫情防控政

图 1   《人民日报》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科普信息发布数量

策发生改变之后，这两个时期均为情境发生变

化、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阶段，可靠、准确的

应急科普知识的充分供给对于提升公众的知识

储备、减少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满足公众激

增的信息需求、促进公众对疫情风险的正确认

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2.2 客观诠释疾病风险，破除谣言，降低公众的

不确定性感知

就健康风险而言，危机和紧急风险沟通

理论认为降低不确定性是沟通中的一个重要

任务。如何诠释疾病风险、降低公众的不确

定性感知也是《人民日报》微博在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科普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表 1 所

示，新冠肺炎的定义与症状以及辟谣、政策

解读、回应疑问两类信息在各阶段均有较高

占比。通过持续性地传递有关疾病风险的意

义建构信息，客观诠释疾病风险，可以破除

谣言，提升公众的科学认知，降低其不确定

性感知。伴随着疫情的发展，情境的

不确定性不断变化，变异株、疫苗、

防控举措转变等新议题的出现带来新

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公众疑虑的增

加以及谣言的涌现，在新冠肺炎疫情

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谣言数量与事件

的危重程度正相关，且谣言种类繁

多，涉及国家、社会、群众生活的各

个方面 [15]。为了应对信息疫情，《人

第一阶段
N=526

第二阶段
N=427

第三阶段
N=128

第四阶段
N=6

第五阶段 
N=205
合计

N=1 292

新冠肺炎的定义
与症状 /%

32

39

57

50

49

40

对特定人群的
感染影响 /%

15

17

14

33

15

16

个人日常预
防建议 /%

49

31

28

33

28

37

辟谣、政策解读、
回应疑问 /%

32

26

34

33

54

34

疫苗研发与
接种 /%

5

34

35

17

8

18

诊断与
治疗 /%

20

7

14

0

14

14

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
后可采取的举措 /%

3

2

0

0

50

10

表 1 《人民日报》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内容发布情况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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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微博加大了辟谣信息、政策解读以

及回应疑问等意义建构内容的输出，并将其

贯穿于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消除公众

疑虑、促进科学认知、降低不确定性有着重

要作用。

此外，在科普中，以何种方式传递科学

知识影响着公众对科普信息的接受与理解程

度。突发传染病的应急科普中往往包含个体

感染率、致死可能性等多个风险等级信息，

即涉及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 [16]。总体来看，

《 人 民 日 报 》 微 博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科 普 涉 及

风险等级信息的内容，主要以比较（51%）

和 数 字（36%） 的 方 式 进 行 描 述， 以“ 可

能”“大约”“大概率”这样的非数字方式描

述风险等级的情况较少，仅占 13%。比较呈

现与数字呈现之所以被大量使用，是因为这

两种方式在传递风险信息过程中较为清晰、

直观、易于理解。在确定引发肺炎的病毒是

冠状病毒后，通过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公众所

熟悉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病毒（SARS 病

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 病

毒）的风险进行比较，便于公众更加直观地

理解新型传染病的风险。除了与 SARS 病毒

和 MERS 病毒进行比较外，《人民日报》微

博在后期也将变异毒株与已经被充分研究过

的其他毒株进行比较，便于让公众作出相对

准确的风险判断。此外，确诊病例数等统计

数据，为风险等级的量化描述提供了可靠支

撑，使风险的不确定性有了更为客观而明确

的呈现。

2.3 及时传递防护、诊疗知识，为个体的预防治

疗提供指导建议

防 护、 诊 疗 知 识 属 于 指 导 性 信 息， 旨

在帮助公众掌握防护方法，了解诊疗的手段

及有效性，提升其应急防范能力与信心。塔

拉·柯克·塞尔（Tara Kirk Sell）等人的研究

提出，在新闻报道中增加指导性信息能够提

升沟通的有效性，并对信息接收者的自我效

能感和行为意图产生积极影响 [17]。危机和紧

急风险沟通理论也指出，在健康危机的沟通

中，提升效能感是一项重要任务，预防、治

疗等效能信息能够促进公众效能感的提升。

根据表 1 所示，《人民日报》微博所发布

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内容信息中包含了丰富

的防护、诊疗知识，其中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的信息最多，在疫情各阶段内容的占比均超过

25%，尤其在第一阶段，个人预防建议占该阶

段应急科普内容的 49%。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对于个体提高自我效能、减少感染风险、遏制

病毒蔓延至关重要，因而在应急科普中占据显

要位置。在个体防护层面，科普信息中除了预

防，还包括感染或疑似感染后个体可以采取

的举措。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个人预防

措施建议在个人防护的科普内容中始终占据

主导地位，到第五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

化，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的相关措施成为

个人防护方面的科普重点，这也体现出《人

民日报》微博以情境为导向的应急科普内容

发布策略。

诊断与治疗、疫苗研发与接种，通常是由

政府部门、相关卫生医疗机构所主导的宏观防

治举措，往往涉及大量专业医疗知识，需要相

关专业领域的机构与专家的解读，此类信息的

传递体现出了专业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投入与

成效，有助于增强公众应对风险的信心。根据

表 1 所示，诊治方面的应急科普内容在第一

阶段占比较高，此后随着治疗方案的明朗化，

该议题的科普内容占比有所下降；而疫苗相

关的科普，则随着疫苗研发的进展逐渐增多，

尤其是在疫苗接种工作逐步推进之后，疫苗

科普的比重显著上升。疫苗作为重要的预防

手段，其相关科普内容的发布有助于降低公

众对疫苗的风险感知，提升公众对疫苗接种

的效能感，增强接种意愿。

2024，19（1）：77-8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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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N=526

第二阶段     
N=427

第三阶段     
N=128

第四阶段          
N=6

第五阶段     
N=205
合计

N=1292

政府 /%

048.48

048.95

059.38

100.00

029.27

046.90

媒体 /%

35.55

38.41

32.03

17.00

46.83

37.85

医学相关领
域专家 /%

36.69

40.28

33.59

33.00

40.49

38.16

其他信源 /%

4.18

3.98

0.00

0.00

1.46

3.25

公众个人 /%

1.14

0.00

0.00

0.00

0.00

0.46

非医学相关领域
专家 /%

0.76

0.00

0.00

0.00

0.49

0.39

医学相关
领域机构 /%

29.85

42.15

27.34

50.00

10.73

30.73

表 2 《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引用的信息来源分布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性信息、有利于

科普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更加积极的传播态

势。根据问题解决情境理论，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公众会有意识地选择有关问题解决的信息

并进行分享，同时，积极的问题解决者也更

倾向于此类信息的交流与传递 [18]。对于新冠

肺炎疫情这类与公众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指导性信息

相关的应急科普内容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实用信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众的自

我保护能力，增强公众信心。

2.4 倚重专家信源，增强科普信息可信度

《人民日报》微博作为官方媒体，其应急

科普主要基于政府、专业媒体、医疗科学领

域的机构与专家等权威信源（见表 2），以保

障科普的专业性、准确性与可信度。政府是

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包括国家卫健委、国

务院、地方政府部门等，其中国家卫健委是

最主要的官方信源。专业媒体作为可靠信源

也在应急科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人民日

报》微博的应急科普主要依赖其自身以及央

视网、新华社、《生命时报》等专业媒体作为

报道中的专家身份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专家名称
钟南山
吴尊友
张文宏
张伯礼
李兰娟

引用次数 / 次
255
108
93
58
32

引用篇数 / 篇
109
54
39
25
14

表 3 《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引用频率最高的 5 个专家信源

媒体信源。医疗科学相关机构与专家是突发

传染病应急科普中不可或缺的权威信源。疫

情风险背后是复杂的医学知识，对于大多数

公众而言，充分理解病理学知识，对传染病

风险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并非易事，为此，

公众可能倾向于选择启发式路径形成对风险

的认知，即通过对信源的信任来评估科普信

息的可信度。《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科普大量引用了钟南山、吴尊友、张文

宏、张伯礼、李兰娟等医学专家信源（见表

3），这些医学专家凭借在医学领域的权威性

深得公众的信任。这些权威专家信源所传递

的科普信息，不仅可以提高公众对疾病的认

知，也有助于缓解公众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感

和担忧情绪。

应急科普的全过程包括建立对突发事

件的科学认识、设置科普议程、还原事件全

貌、生产科学知识、扩大优质内容传播范围

等环节 [19]，而《人民日报》微博倚重的主要

信源恰恰是应急科普全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科

普主体。信源背后所代表的，是公众对于不

同科普主体的信任，而许多学者认为信任与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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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二者密切相关、相互交织。信任是安东

尼· 吉 登 斯（Anthony Giddens） 阐 释 社 会 风

险理论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信任和经过估

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是存在一种平衡 [20]，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也提出信

任可以成为接受和消解风险的举动 [21]。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科普过程中，政府、媒体

和专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是主导

疫情防控的权威机构，专家代表着科学权威，

而媒体发挥的议程设置作用，会让公众更重

视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在公众眼中，专家

与政府都可归结为一种“理性—合法”权威，

两者往往合二为一，专家系统会嵌入政府信

任中，因此对专家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是

密不可分的 [22]。在危机情境下，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不仅源于政府的政治权威，也源于对

政府所依赖的专家系统的信赖 [23]。例如，国

家卫健委在应急科普过程中代表着政府角色，

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既是医疗

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也是具有职务的公职

人员，政府与专家这两个信源之间存在一定

交叉，这两类信源的高可信度可以相互作用。

而官方媒体在应急科普和风险沟通的过程中

发挥着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丰富突发事件

新闻报道中的科学内涵以便引发学界和公众

对于科普议程的关注，竭力提升公众对疫情

相关科学信息与科学知识的关注 [19]，因此这

3 类信源在应急科普的过

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核心科普主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提升应急科

普的公众信任度意义显著。

2.5 诊断、治疗信息以及权

威信源显著激发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反映着他们对危机的关心程度、

态度以及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应急科

普的效果。通过公众参与，媒体能够及时了

解公众需求，洞察公众与科普主体之间的认知

偏差，为后续科普内容的供给提供参考。本研

究分析了科普内容类别、不确定性呈现形式

以及信源等因素对公众参与度的影响。本研究

参考了杨凤娇和邱犇对推特点赞、评论、转

发的加权计算，即“传播效果 = 点赞数× 1 + 

转 发 数×2 + 评 论 数×3”[24]， 借 鉴 这 一 公 式

对公众参与程度进行评估。首先对公众参与

度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本研究样本量为

1 292，大于 50，小于 5 000，采用柯尔莫戈洛

夫 — 斯 米 诺 夫（Kolmogorov-Smirnov，K-S）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 值小于 0.05，不服从

正态分布，对于非正态数据，中位数与四分

位差是描述集中程度和离散趋势的较好指标。

接下来进行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根据表 4 所示， 《人民日报》微博所发布

的应急科普内容中是否提及诊断与治疗对于

公众参与具有显著影响（p<0.05），诊断、治

疗相关科普内容更容易激发公众参与，这类

信息往往与公众的自我效能相关，在健康风

险沟通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基于问题

解决情境理论，诊断治疗类信息属于以问题

解决为导向的指导性信息，给予公众战胜疫

情的信心和希望，有效提升了公众的自我效

能感，在信息传播中更有可能促进信息的接

收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传播者。根据表 5 所

示，在不确定性的呈现上，是否采用比较呈

应急科普内容类型
新冠肺炎的定义与症状
对特定人群的感染影响
个人日常预防建议
个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可采取的举措
诊断与治疗
疫苗研发与接种
辟谣、政策解读、回应疑问

Mdn（是）
13 898.00
11 751.00
15 896.00
13 660.00
18 582.00
11 407.00
13 358.50

Z
-0.795
-1.673
-1.459
-1.468
-2.445
-2.223
-1.687

p
0.426
0.093
0.145
0.142
0.014
0.058
0.092

表 4  公众对各类科普内容的参与情况

Mdn（否）
15 132.00
14 979.00
13 578.00
14 724.50
13 836.00
15 411.00
15 500.50

不确定性呈现
数字呈现
比较呈现
非数字呈现

Mdn（是）
31 997.00
38 687.00
36 567.00

Z
-1.732
-2.269
-0.744

p
0.083
0.023
0.457

表 5  公众对 3 种不确定性呈现形式的参与情况

Mdn（否）
14 423.00
14 091.00
14 6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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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p<0.05），运用比

较的方式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客观评价，

使公众对于风险有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

也更易于激发公众参与。

信源方面，根据表 6 所示，对医学相关

领域专家信源的采用对于公众参与有着显著

影响（p<0.05）。相比未引用医学专家信源的

科普内容而言，引用医学专家信源的科普信

息更能够激发公众参与。信源信任会影响公

众的风险感知，对公众而言，信任程度不同

的信源在风险沟通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信任

度越高的信源往往会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25]。

专业性与可信赖性都会影响信源的可信度，

当公众认为信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水

平，且信源与信息间不存在利益相关时，会

更容易认可其传播的信息 [26]。权威性更高、

更加受到公众信任的信源所发布的信息往往

更易引发公众参与 [27]。传染病疫情属于公共

卫生领域，医学专家在专业背景上所具有的

权威性使其较易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回应，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医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积极发声能够带动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

和参与。例如，《人民日报》微博多次发布钟

南山、张文宏、吴尊友、张伯礼等专家学者

对变异毒株或疫情发展阶段的判定和解读信

息，备受公众关注，数次形成话题，登上热

搜榜单，引发广泛讨论。

综上，就《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科普而言，公众对于其中引用权威

专家信源或者是与诊断治疗相关的科普内容

信息来源
政府
媒体
医学相关领域专家
医学相关领域机构
非相关领域专家
公众个人
其他信源

Mdn（是）
12 192.00
15 432.00
17 010.00
15 214.00
62 121.00

147 162.00
30 575.00

Z
-2.953
-1.792
-1.982
-0.244
-1.840
-1.905
-2.605

p
0.053
0.073
0.047
0.807
0.066
0.057
0.009

表 6  公众对不同信源科普信息的参与情况

Mdn（否）
16 641.00
13 836.00
13 593.00
14 366.00
14 500.00
14 612.50
14 394.50

有较高的参与热情。这表明了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关涉生命健康的诊疗方案、成效，

以及专业领域权威专家的发声深受公众关切

与信任，在应急科普中具有重要价值，相关

科普信息的发布有助于激发公众参与，与公

众形成良性沟通。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人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科普，研究发现，情境导向与对

权威专家的依赖是其显著特征。具体而言，

一方面，《人民日报》微博根据疫情发展态势、

疫情防控举措以及公众关切点等情境因素的

变化，动态调整应急科普策略，精准推送科

普内容，及时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

面，利用专家等权威信源保障科普信息的科

学性、准确性与可信性，破除谣言，促进公

众的理性认知，为公众的应急防范提供指导，

增强公众抗击疫情的信心。虽然社交媒体推

动了科普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但是权威媒体

因其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优质的专家资源

以及官方背书的权威身份，在应急科普中依

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的情境导向反

映出情境在应急科普中的突出重要性。在日

常科普中，情境相对而言是个常量，而在应

急科普中，情境则是由复杂因素构成的动态

系统。对于情境的精准洞察和全面把握是在

应急科普中提高科普效果的重要前提。就《人

民日报》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实践来

看，其情境考量的背后反映出了三重逻辑：一

重是科学逻辑，对应的是疫情发展本身；一重

是政治逻辑，对应的是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一重是民本逻辑，对应的是疫情之下的公众科

普需求。这也体现出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主流

媒体应急科普的内核。

《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中对权威专家

情境导向与专家权威：《人民日报》微博应急科普实证研究 <<< 吴文汐    祁    悦    王妍松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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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也反映出，其作为官方媒体在不确定

情境下进行应急科普时，为确保科普信息发

布的权威性与可信性在信源选择上的慎重考

量。《人民日报》微博引用率最高的几位专家

不仅具有极强的专业能力，而且他们作为政

府疫情防控中的专家组成员获得了体制性认

同。专业和价值的双重加持，使其具有更强

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在公众中有着深厚的信

任基础，这与官方媒体对应急科普信息发布

所要求的科学性、权威性高度契合，因此权

威专家成为了官方媒体应急科普所倚重的信

源。而本研究也表明，在应急科普中，权威

专家信源是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力量。

在参与式文化为主导的社交媒体环境下，

公众也可以积极担任科普者的角色。正如情

境化科学传播模型所指出的，在不同情境下，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身份边界其实是模糊的，

甚至是可转变的，应在充分理解科学传播发

生的具体情境的基础上，承认科学家与公众

之间角色的流动性与可变性，从而赋予科学

传播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更多的可能性 [28]。未

来，应急科普应更重视与相关领域专家的沟

通与合作，确保科普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提升公众应对危机的信心，在激发公众参与

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公众纳入应急

科普协同网络中。在互动中洞察公众的疑问、

关切与需求，将来自公众的地方性知识纳入

考量，及时予以回应，搭建起沟通桥梁，促

进公众与科学界的相互理解，提升公众的应

急防护知识储备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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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med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channel for the public to obtain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context，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mainstream media 
may reduce the cost of obtaining and identifying emergency sci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c and promote the public 
to make sense of the risk and respond effectively. This study uses manual and computer-driven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cont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essages in People’s Daily microblog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People’s Daily microblog was situation-
oriented to satisfy the public information needs and relied on authoritative sources to ensure the contents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It interpreted risks objectively and corrected misinformation continually to 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In addition，sufficient efficacy information was transmitted to provide 
reliable guidance for the public.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knowledge about treatment and authoritative 
sourc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public engagement. Accordingly，this study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mechanisms of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authoritative experts in mainstream media’s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social media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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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tre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how to assist scientists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as 
become a challenge faced by various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argues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science 
museums in assisting scientists in conduct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e heads 
of education departments at f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in Europe，and an analysis of the exhibition 
materials at these venues，this research delves into how these five venues support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diverse display method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s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to establish diverse platforms 
fo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emphasizing the provis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training for scientists，and collaborating with scientists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scientific 
spirit. In addition，it is recommended to conduct more basic research and utilize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science museums to innovate the form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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